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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双碳”背景下,学者愈发关注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效用。 本文采用 2013—2019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构建调节效应模型以探究我

国数字经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机理及其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碳

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交互项为负,证明提高农业产业集

聚水平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以表示农业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是否大于 1 为

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区位熵大于 1 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厘清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理,可为我国农业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参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

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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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农业发展长时期处于投入成本较高、消耗量大、废物排放量高的发展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与党和国家提出的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存在差距。 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1] ,使我国数字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绿色低碳发展是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所在,而数字经济的发

展则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并走向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因素[2] 。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且具备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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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3-4] 。 但需要关注的是,虽然随着数字经济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农业产业的契合度愈发提高,
农业碳排放强度正在逐步降低,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部门的碳减排难度和复杂性仍然不容小觑。 农业

产业集聚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5] 。 这是因

为,一方面,高度集聚的农业产业可能会因规模化作业和产业链协同效应而提高能效,所带来的规模经

济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及化肥、农药等原料的投入量从而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6] 。 另一方面,各类

新型数字技术的应用可能会使得农业生产更加智能化,形成更为完备的农业产业链条。 比如,促进农产

品的集中加工和配送,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损耗及产生的碳排放等。 因此,将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作

为关键变量纳入到分析框架则更为科学和合理。 目前,较多研究者关注数字经济或农业产业集聚对农

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但将三者纳入分析框架进行系统研究显得还做得不够。
基于此,本文将农业产业集聚这一关键变量纳入到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分析框架中,采用

2013—2019 年我国 31 个省份(未统计港澳台数据)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两

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我国数字经济、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

制。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将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纳入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分

析框架中,探究其在农业碳减排中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口;二是把代表农业产

业集聚水平的区位熵作为异质性分析的分组标准,以探究在不同的区位熵水平下,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

影响效果是否有差异,为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提供了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数字经济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研究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7] 。 现有研究

表明:
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影响碳排放强度。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分析,塔格里奥尼

(Taglion)(2016)和 Ali(2018)等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世界多数国家的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

资源的整合及分配,从而降低各国的能源消费水平[8-9] 。 张三峰等(2019)从企业角度分析了信息与能

耗的关系,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能耗,从而对碳排放强度带来

抑制作用[10] 。 丁志帆(2020)认为,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

率,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11] 。 杨虎涛(2020)从市场供需的角度进行了

分析,认为发展信息技术可以减小市场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从而使碳排放强度下降[12] 。

数字经济可通过带动技术创新来影响碳排放强度。 布赫特( Bukht) (2018)等认为,数字经济的核

心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而信息与技术的创新能够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有助

于推动绿色与低碳商业模式的形成[13] ;柯伦(Curran)
 

(2018)和布林约尔松( Brynjolfsson) (2019)等研

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国际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创新发展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碳减排技术的跨境

创新与共享[14-15] 。 宋洋(2020)认为数字经济一方面具备环保与绿色的特征,能够通过产业替代效应挤

压已有的传统高污染产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够实现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升资源的

利用效率[16] 。
(二)关于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研究

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农业产业集聚问题,并从对农业产业集聚定义[17-19] 、形成机制[20-22]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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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逐渐转向农业产业集聚效应研究,普遍认同农业产业集聚指的是一个或几个农业主导产业及其经济

活动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集、高度集中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农业产业集聚也指各类农业经济活动主体通过有机整合,为更好地发挥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提高

农业生产综合能力,而在特定区域内形成一定规模集聚的经济现象[19] 。 农业产业集聚于农业碳排放之

间的研究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 1) 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具备关联效应。 李文华等

(2018)通过研究发现,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碳排放总量之间存在倒“U”关系[23] ;(2)农业生产形式的不

同会致使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田云等(2021)通过研究得出,畜牧业产业

集聚表现出“低碳—高效益” 特征,而种植业产业集聚则刚好相反,即总体上呈现“高碳—低效益” 特

征[24] 。 这与胡中应等(2016)得出的“种植业产业集聚虽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但也会导致农业碳排

放总量提高,畜牧业则是与其相反”的结论大致吻合[25] ;(3)各地区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规模上的不同,
对碳排放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邓晴晴等(2020)发现,当农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则其在发展

过程中会带来更多的农业污染;反之,当农业集聚水平高出门槛值时,则会对农业污染带来一定的抑制

作用[26] 。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逻辑理路

一方面,从直接影响角度考虑。 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低成本复制三项技术———经济特

征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7] 。 而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能够直

接地引起从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力、再至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从而直接抑制农业碳排放[28] 。 一方面

数字经济与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相融合,例如,资本投入、土地资源及劳动力的投入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使用效率进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由资源浪费产生的农业碳排放。 因此,有学者认为,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

进行融合能够显著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且常产生“倍增效应” [28] 。 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投入要素,数字

经济可以实现各类投入要素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和高效化利用。 通过对各类数据进行抓取、分
析,有效地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农业资源要素错配程度。 通过对区块链、智能监测系统等数字技

术的运用能够有效地帮助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精准把控最适宜农作物增长的环境,对投入的农药、农用化

肥等要素的施用量进行实时监测;通过技术进步提升柴油燃烧率和利用率,进而提高农用机械的效率;
亦或是利用农业作物废料,提炼出新型绿色能源用于土地耕作等等,以达到减碳目的。

另一方面,从间接影响角度考虑。 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推动社会化服务水平,通过借助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优势,实施标准化生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搭建智慧化流通物流

体系,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和流通体系[3] ,以此带动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对农业碳排放强

度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进步、科
技人员配置、服务能力、研发投入、融合水平等都需要较长周期才能大规模投入到农业生产中[29] ,因此,
这也就可能导致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并不会对农业碳排放强度造成显著影响。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技术优化改进升级、精准匹配生产要素等优势的展现,依托各类数据平台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进

行精准配置,数字经济才能充分地发挥减碳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
(二)农业产业集聚调节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理论效应

目前,国内关于产业集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城市区域,农业领域相对较少[30] 。 但是

结合我国农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也同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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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机理阐述如下:
首先,农业产业集聚既可以带来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共享,又可以改善或者提高企业的竞争优

势[31] 。 生产技术作为重要的共享资源通过集聚区内的产业协同快速扩散[32][33] ,优秀的企业会引起其

余竞争者的相继模仿,形成行业外部性效应进而引起区域碳关联,为碳减排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其

次,在农业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知识、技术溢出等规模外部效应来影响碳排放强度,在降低农业

碳减排成本的同时又能提高减碳效率。 因此,有研究认为,以分享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为目的而形成的产

业集聚具备改进碳效率的可能[34][35] 。 最后,我国幅员辽阔,地貌复杂多样。 各省份侧重于发展的重心不

尽相同,因此,对碳排放强度的重视程度、采取的环境规制手段及实施强度也会因地域而有所差别。 这也

就致使各地数字经济发展、农业产业集聚趋势有高有低,进而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 与假设 3:
假设 2: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集聚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现阶段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有助

于强化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
假设 3:数字经济会因各地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高低、趋势明显与否等差异,而对农业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呈现出相关性抑制效果。
综合上述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构建出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业产业集聚提供了良好条件。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天然具备渗透

性,能够通过对农业的融合以推动农业生产模式由传统向集约化、现代化、智能化转变。 数字经济的发

展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升级,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使农业产业链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农

业虚拟产业集群便是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集聚不断融合的结果。 通过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破解地域

限制,促进农业产业集群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出集聚效应。

四、变量的选取、描述及数据来源

(一)被解释变量

农业碳排放强度(CEQD)。 关于农业碳排放量的测算,学者们主要从种植业和畜牧业两方面来进

行相关分析[4] ,常用的方法是以消费燃料数量与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相乘得出碳排放总量。 本文参

考沈忠等人(2018) [36] 的研究,采用农用化肥、农用地膜、农药和农用柴油四个要素来计算农业碳排放

量,使用的碳排放系数分别是:农用化肥 1. 397
 

kg / kg、农用地膜 18. 993
 

kg / kg、农药 18. 103
 

kg / kg、农用

柴油 3. 161
 

kg / kg,再以农业碳排放总量除以各地农业总产值得出农业碳排放强度。
(二)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L)。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正式发布相对统一的省级数字经济发展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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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供参考,因此关于该指数的测算方法和指标体系,学界内有很大的争议。 但国内学者普遍认同的

是,对数字经济的认知都将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等三个方面纳入其中。 因此,综合

已有做法,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构建了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

发展三个一级指标、八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见表 1。
结合以往研究来看,确定指标权重多考虑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和熵权法

(Entropy
 

Weight
 

Method,EWM)。 熵权法主要用于多元统计分析领域,如环境质量评价、生态环境评价、
综合能力评价等,而 AHP 更多的是用在服务质量评价、项目选择、系统优选等需要涉及决策者判断的场

合,且 AHP
 

主观性较大,故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以此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值,再根据权

重对每项指标进行评价。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权重

(熵权法计得)

指标属性

(正向 / 负向)

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基础

信息化影响

光缆密度 0. 061
 

9 正向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0. 069
 

3 正向

信息化从业人员占比 0. 037
 

6 正向

电信业务总量 0. 102
 

4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0. 159
 

6 正向

互联网发展

数字交易发展

固定端互联网基础

移动端互联网基础

固定端互联网影响

移动端互联网影响

数字交易基础

数字交易影响

互联网接入端口密度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0. 073
 

3

0. 019
 

5

正向

正向

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 0. 045
 

6 正向

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0. 021
 

7

0. 007
 

3

正向

正向

企业使用计算机情况 0. 032
 

7 正向

电子商务企业占比 0. 058
 

0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 0. 130
 

4 正向

网上零售额 0. 180
 

6 正向

(三)调节变量

农业产业集聚水平( IAL)。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采用区位熵对农业产业集聚进行测度。 区位熵又被

称为专门化率,是哈格特(Haggett)在 1965 年首次提出并使用[37] 164-185。 该指标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某产

业的专业化程度,既可用以分析某区域的优势状况,亦可用于衡量某一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 而就

采用区位熵对农业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的方法也并不唯一。 比如薛蕾等(2020)采用某地区农业就业人

员数与该地区全部行业就业人员数之比和全国农业就业人员数与全国所有行业就业人员数之比相除所

得的商来衡量[38] ;又或者杨秀玉等(2023)采用某地区农林牧渔总产值与该地区的生产总值之比和全国

农林牧渔生产总值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的商来衡量[39] 。 本文参考后者的做法,将公式上下除数的指标

确定为地区及全国的农林牧渔总产值,设置公式如下:

IALit =
agricultureit / gdpit

Agriculturet / GDP t
(1)

其中,IALit
 表示

 

i
 

省 t
 

时期的区位熵指数,agricultureit 代表 i 省 t
 

时期的农林牧渔生产总值,gdpit 代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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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t
 

时期地区生产总值;Agriculturet  代表 t
 

时期全国农林牧渔生产总值,GDP t 代表 t
 

时期全国地区生产

总值。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统计口径不一致等原因的差异,在收集原始数据的过程中发现,全国 GDP 及

农林牧渔业产值与各省级层面的 GDP 加总及农林牧渔产值加总有较大出入。
 

因此,在计算过程中,文
中所用的全国 GDP 是用我国 31 个样本省份的 GDP 加总得到,全国农林牧渔产值用我国 31 个样本省份

农林牧渔产值加总得到。
(四)控制变量

考虑到农业碳排放强度受其他因素影响以及参考已有文献研究经验,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分别是

第一产业占比(PPI),用各地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各地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农业机械总动力(TPAM),用全

部农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表示;有效灌溉面积(EIA),等于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

积之和;农业种植规模(PLA),用各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各地乡村人口之比来衡量;农作物受灾情况

(CD),用农作物受灾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衡量。
(五)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相关原始数据均来自 2013-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国家统

计局网站,鉴于少量年份数据缺失,宜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农业碳排放强度、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等需

要二次加工的指标也均为使用 Excel 表格计算得出。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所需

源数据维度多、数量大、获取难等客观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了马克数据网所公布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对应英文缩写 N Mean SD Min Max

农业碳排放强度 CEQD 217 0. 432 0. 146 0. 100 0. 84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DEL 217 0. 205 0. 111 0. 073 0. 701

农业产业集聚水平 IAL 217 1. 214 0. 652 0. 059 3. 524

第一产业占比 PPI 217 0. 096 0. 052 0. 003 0. 241

农业机械总动力 TPAM 217 3
 

331 2
 

920 93. 97 13
 

353

有效灌溉面积 EIA 217 2
 

147 1
 

695 109. 2 6
 

178

农业种植规模 PLA 217 0. 301 0. 223 0. 032 1. 282

农作物受灾情况 CD 217 0. 145 0. 119 0. 006 0. 696

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滞后项 L. CEQD \ \ \ \ \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本篇章要讨论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 相较于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

应模型的假设要求较高,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较难满足。 无论是否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固定

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是一致的[40] ,故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2)。 同时考虑到模型内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因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方法不需要假定变量分布和

知晓随机干扰项的分布,可以很好地处理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41] ,故而本文将采用两步系统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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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估计(Two-step
 

System
 

GMM)模型构建出公式(3)和(4)并进行再次回归。

lnCEQDit = α0 + α1 lnDELit + ∑
j
γ jcontrolsijt + μi + λ t + εit (2)

lnCEQDit = α0 + α1 lnCEQDit -1 + β1 lnDELit + ∑
j
γ jcontrolsijt + μi + λ t + εit (3)

lnCEQDit = α0 + α1 lnCEQDit -1 + β1 lnDELit + β2 lnIALit + β3 lnDELit × lnIALit + ∑
j
γ jcontrolsijt +

μi + λ t + εit (4)
上述公式(2)(3) (4)中 i 代表省份,t

 

代表年份;lnCEQDit 代表被解释变量,即农业碳排放强度;
lnCEQDit-1 代表的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lnDELit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lnIALit

代表的是农业产业集聚水平;controlsijt 则代表其他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μi、λ t、εit
 

分别表示地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以及随机误差项,ln 表示取对数值。 同时为了避免模型中可能潜在的

异方差问题,因此在该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进一步控制。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2)

FE Two-setp
 

SysGMM

L. lnCEQD / 0. 855
 

5∗∗∗

/ (0. 158
 

4)

lnDEL -0. 320
 

9∗ -0. 641
 

0∗∗

(0. 159
 

1) (0. 306
 

4)

控制变量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聚类-稳健标准误 YES YES

AR1 / 0. 059

AR2 / 0. 201

Hansen 检验 / 0. 578

_cons -3. 424
 

9 /

(3. 723
 

9) /

N 217 186

adj. R2 0. 748
 

8 /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 1,
 

∗∗
 

p
 

<
 

0. 05,
 

∗∗∗
 

p
 

<
 

0. 01

上表双效固定效应模型(列 1)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回

归系数为-0. 320
 

9。 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列 2)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 5%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其回归系数为-0. 641
 

0。 且 AR(1)的 P 值显著小于 0. 1,说明误差项中的某一项与前一项

存在相关性,即存在一阶自相关;AR(2)的 P 值显著大于 0. 1,说明误差项中的某一项并不与前两项存

在相关,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 检验的 P 值显著大于 0. 1,即无法拒绝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工具

变量没有过度标识(模型未受到弱工具的影响),模型良好。 综上,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数字经

济发展能够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较好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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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从宏观农业的角度分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由传

统的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从而更合理地配置了农用柴油、农膜等农业资源,并优化了消费结

构。 数字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可以帮助农业生产者更精确地掌握农业数据,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避免了资

源分配不均带来的浪费。 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推动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使农业生产过

程更高效、绿色、环保,从而在农业碳排放强度上发挥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生产活动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加

快相关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 随着农业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其覆盖范围将逐渐

扩大,这将缩小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理念的形成。 数字传播技术

的发展也可以使农业生产者更便捷地了解农业环境污染的相关政策和发展方向,并能及时调整农业生

产活动,这将有助于推动形成网络非正式环境规制,重塑和构建农村的碳排放治理格局,进一步抑制农

业碳排放强度。
以上回归分析均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结论稳健可靠,本文

的假设 1 得以证实。
(二)农业产业集聚的调节机制分析

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一系列诸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依赖

农业产业集聚而催生新型生产技术以降低农业污染等利好,从而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带来一定的抑制作

用。 因此,本部分拟重点讨论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是否同样也起到

了抑制作用。
为探究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式(3)进行实证检验,在原有的变量中加入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及其与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的交互项两个变量,以此来探究产业集聚的调节机制。 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已将

交互项预先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农业产业集聚的调节机制

变量名称
(1) (2)

未加入交互项 加入交互项

L. lnCEQD 0. 855
 

5∗∗∗ 0. 928
 

8∗∗∗

(0. 158
 

4) (0. 124
 

9)

lnDEL -0. 641
 

0∗∗ 0. 112
 

5

(0. 306
 

4) (0. 257
 

6)

Cross / -0. 080
 

5∗∗

/ (0. 038
 

9)

lnIAL / -0. 002
 

9

/ (0. 363
 

0)

控制变量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聚类-稳健标准误 YES YES

AR1 0. 059 0. 023

AR2 0. 201 0. 219

Hansen 检验 0. 578 0. 426

N 186 186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 1,
 

∗∗
 

p
 

<
 

0. 05,
 

∗∗∗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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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 中经过对比两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加入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及交互项之前,主要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于农业碳排放强度是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的。 但当加入了上述两个变量之后,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由显著的抑制作用变为了不显著,且系数符号也与基准回归中不一致。 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是,在加入了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交互项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由基准回归模型中

式(3)的 β1 变成了式(4)中的 β1 +β3 ×lnIALit,从而致使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生了变化。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交互项系数。 从表 4 列(2)中交互项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回归系数为-0. 080
 

5,并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这表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

的提高有助于加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亦证明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集聚间存在协

同效应,二者同时发展会更有效地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效果。 此外,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滞后项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也暗示农业碳排放强度在时间序列上具有惯性或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前一

期的高碳排放强度预示着下一期可能持续上升。 这表明治理碳排放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任务,而不是

一蹴而就的工作,因此,我们需要作持久的努力。
对该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在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集聚的稳定发展过程中,规模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

的优势将逐渐显现,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要素配置,并提高资源利用率。 这是因为,高度集中的

农业产业会因更加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作业和产业链产生协同效应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降低单

位产量的碳排放强度。 反之,分散的农业生产则不具备实现这种效益,相应地所产生的单位碳排放强度

可能较高。 同时二者发展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会催生出更多优质的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从而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 从农产品运输角度来说,一方面,物流配送行业正在逐步以清洁能源动力车辆替换传统

燃油车辆,并加快无人机在农村地区取代传统配送方式的步伐;另一方面,借助智能平台来规划更优的

配送路线,实现资源的集约化,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设 2。
(三)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是用以探究主要解释变量的作用机理及路径的重要方法。 现有的关于数字经济对农业

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研究大多都是采用按地理区位差异为标准进行异质性分析,采用该方式可以很好地

消除由资源禀赋差异、发展水平、政策实施强度等因素导致的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

健性。 比如刘震等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东北部四个方面进行分组回归,以探究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

农业碳排放的影响[42] 。 但对于本文而言,这种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弊端。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农业产业

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果,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集聚之

间也存在协同效应。 若只单纯考虑地理区位差异作为分组标准而不考虑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因素,则可

能会导致本文结论欠缺说服力。 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究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碳排放强

度的影响,本文将代表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区位熵以是否大于 1 为标准进行分组,以此将农业产业集聚

趋势明显和不明显的地区划分开来,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是否仍然成立。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异质性分析展示

变量
(1) (2)

区位熵<1 地区 区位熵>1 地区

lnDEL -0. 082
 

7 -0. 388
 

2∗∗

(0. 197
 

5) (0. 175
 

5)

控制变量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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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变量
(1) (2)

区位熵<1 地区 区位熵>1 地区

年份效应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聚类-稳健标准误 YES YES

_cons -10. 912
 

8∗∗ 0. 616
 

8

(3. 393
 

6) (4. 860
 

5)

N 63 154

adj. R2 0. 681
 

6 0. 7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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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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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揭示,列(1)为区位熵小于 1 的地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呈-0. 082
 

7,但并

不显著,这表明,在这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仅产生了轻微的抑制效果。 列(2)为区

位熵大于 1 的地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 388
 

2,并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这些地区数字

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 原因可能在于:
区位熵小于 1 的地区普遍位于我国沿海发达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普遍较高,比如北京、上海、

江浙等地。 根据集聚经济学理论,农业集聚通过促进知识共享、技术创新和高效资源配置等方式,增强

了环境治理的效应。 然而,在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低下的地区,这种集聚带来的协同效应和环境优化潜力

受到限制,导致数字经济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和推动环境友好技术应用方面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而使其对农业碳减排的贡献不明显。

研究进一步聚焦至区位熵大于 1 的地区。 区位熵大于 1 即意味着该地区在特定农业领域具有明显

的专业化和集聚优势。 这种集聚效应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高速流通与创新,为数字经济的融入提供了

肥沃土壤。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高效的资源管理、智能化的农业生产和精准的供

应链优化等途径,显著提升了农业的碳减排能力,进而体现出明显的农业碳减排效应。
综上所述,在区位熵大于 1 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带来的抑制作用要更为显著,

本文提出的假设 3 得到印证。
(四)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小节中,通过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在其中添加聚类—稳健标准误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异方差性对实证结果带来的偏误;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能够缓解模型内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针对本文样本中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差异进行分组,并再次进行了回归检验,这本质上也属于一种

稳健性检验。 通过上述方式所得到的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的结论并未发生改

变,这证明本文所得结论具备一定的稳健性,可以为政策的提出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了进一步保证本文研究所得结论的严谨可靠,本文参考了向宇[43] 、朱洁西[44] 等人的做法,再次

运用缩尾法剔除极端值、剔除直辖市样本等方法,运用 Stata 分析工具再进行稳健性检验,内容见表 6。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剔除极端值 剔除直辖市

lnDEL -0. 310
 

8∗∗ -0. 354
 

4∗∗

(0. 144
 

3) (0. 16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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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变量
(1) (2)

剔除极端值 剔除直辖市

控制变量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聚类-稳健标准误 YES YES

_cons -5. 245
 

8 1. 130
 

2

(3. 775
 

3) (3. 953
 

5)

N 217 189

adj. R2 0. 743
 

2 0. 796
 

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 1,
 

∗∗
 

p
 

<
 

0. 05,
 

∗∗∗
 

p
 

<
 

0. 01

根据表 6 回归分析结果,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 310
 

8、-0. 354
 

4,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

平测验,且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与前文基准回归一致。 即说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备显著抑制

作用,佐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更新,其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融合程度日益提升,数

字经济越来越成为我国积极应对碳排放问题的新举措。

(一)研究结论

1. 根据基准回归结果,我国数字经济的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即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 这一结论在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剔除极端值和剔

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2. 通过引入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交互项与农业碳

排放强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即证实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聚集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效应。 数字经济通过

提供农业智能化、信息化的工具和手段,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能够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及农业碳排放强度。 同样,农业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及农业碳排放强度。 也可以说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

农业碳排放的抑制效果。

3.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农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为明

显。 一方面,可能由于这些地区耕地面积更广,因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的农业生产要素更多,

产生的农业碳排放量更大。 另一方面,相较于农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农业集聚水平较高地区的数字

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其发展速度却比较快。 因此,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业碳排放强

度起到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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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启示

1. 鉴于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出的抑制作用显著,建议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地推出各项惠

农政策,以此激励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进一步融合。 包括但不限于鼓励农业生产者改进传统耕作技术、推

广创新新型绿色防虫技术、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供数字经济发展的稳步

增长潜力与动力。 以此来缓解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度较低的问题。

2. 鉴于数字经济在影响农业碳排放强度过程中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能够强

化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果。 一方面,集聚化的农业产业能促进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有助

于推广低碳技术和生产方式,如利用可再生能源设备和高效利用水源的方法等;而数字经济可提供更高

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如物联网等。 因此,建议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农业生产特

点等具体的现实情况,给予科学、准确的引导,实现农业产业合理集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 另一方

面,各地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为集聚化的农业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制定合理的政策支持和优惠,

如技术研发资助、优惠税收等,以保障实现更为绿色、更为环保、更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3. 鉴于在农业产业集聚趋势明显的区域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果更加明显,这也显

示出这些地区具备更强的减碳潜力。 一方面,要加强各地区间互联互通,学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经

验,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并因地制宜地实施可持续的数字减碳政策,努力消除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以此

来放大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果。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利益补偿机制,确保区域内经济

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把好企业准入、技术研发、产品服务等关键环节,在保持农业高效发展的同时重视环

境污染问题。 因此,政府部门应给予更多更细致的政策引导,在资源利用上注重合理开发,以确保土地、

水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减少农业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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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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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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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ibi-

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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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
 

interaction
 

term
 

be-

tween
 

the
 

constructe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level
 

is
 

negative,
 

which
 

proves
 

that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level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

ning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ased
 

on
 

whether
 

the
 

locational
 

entropy
 

represen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

glomeration
 

is
 

greater
 

than
 

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regions
 

with
 

locational
 

entropy
 

greater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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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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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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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can
 

provide
 

a
 

path
 

reference
 

for
 

the
 

low-carb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agricultur-

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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